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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传的“忠义”观

[摘要]梁山英雄忠义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应该从他们所懂得两个社会领域，即“江湖”与封建正统社会，这两个领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意识规范和需求，前者所需为一个“义”字；后者乃是“忠”。本文从宋江这个本书中最复杂最矛盾的人物身上分析《水浒传》中的忠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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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是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规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中，公忠不仅被看作个人“修身之要”，且被定为社会道德最高准则。究其原因，它的盛衰兴废，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社稷安危。战国末期的儒者，特别提出了“忠先于孝”的思想，把忠提到了至高地位。至于宋明时期的儒者，则以天理论证公忠。维护忠君道统。《水浒传》中的“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

“忠”这一思想贯穿小说始终，主人公宋江曾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在“九天玄女受天书”一节中，这位娘娘给宋江做的启示里，有一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他做到“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梁山上不主张忠的人也为数不少，最典型的李逵曾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只是这种力量始终处在以宋江为首的主“忠”派压制下。

宋江浔阳楼题了反诗，之后种种被逼上梁山，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难”，坐等朝廷赦罪招安，向往着日后“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书中一再称颂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是“有仁有义，忠义报国”。小说职责方腊起义，其主要理由不外乎他自立朝廷，违反了“忠”这一至高规范。宋江甚至在被毒酒毒死之前，还仍然说：“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忠”的思想，使《水浒传》蒙上一层“道德正义”的色彩，成了小说流行的“通行证”。以统治者眼光来衡量，梁山英雄只能是贼寇之流。小说以这些盗贼流寇为主角，能为社会喜爱，并能为统治者所接受，肯定要为他们的行为提出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合乎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的解释，赋予这些贼寇以一种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道德品格，在这种总的前提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

“义”是儒家恪守的“五常”之一，即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梁山好汉的“义”，突出表现在英雄对弱小者的同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道。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醉打蒋门神，行的都是“义”；当然也表现在把梁山贼寇组织起来的共同的生活的生活信念和道德行为准则。从“公孙胜应七星聚义”，“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三山聚义打青州”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由小到大，皆因义的力量，才使得梁山的事业越做越大。 

“义”是先秦游侠至后代绿林好汉最稳定、最基本的人格精神和人格观念，也是“替天行道”旗帜的具体表现，可以说打抱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同，但这一点却惊人的相似。结合作者曾参加过张士诚的农民起义队伍，应该是深深喜爱这种朴实的均贫富、求平等的绿林风格，所以在刻画卢俊义、武松、燕青等人物时，往往抱着赞美的态度来描写他们的义气为先、义无反顾的豪侠风范。
《水浒传》在写梁山贼寇的“义”时，是极为精彩的。把“义”写的有胆略，有精神，因为这个义，这些贼寇才被赋予了英雄好汉的品格，才成为千百年来一说再说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但在处理“忠”与“义”的关系时，作者自始至终把义放在忠之下，放在孝之下，而“忠”“孝”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是联系极为紧密的孪生的一对同质伦理范畴。义服于忠，义服于孝。梁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绝非泛泛之笔，而是要让忠居于义之上。宋江碰到义和孝矛盾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之后宋江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宋江的性格的核心“忠义”，使人物呈现出完全对立的特征，成为复杂的矛盾体。宋江的身上积聚了两种不同社会背景的意识规范（江湖与正统封建社会），他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忠义兼收，传统儒家的意识惯性使他又不能兼容，导致悲剧。他身为下级小吏，虽处于封建官僚系统之中，而是被边缘化的，更多是与下层的三教九流为伍，其重义的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交际背景中形成的，也是必须的。此为生存之需要。然而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史，从文化教育上讲，完全是正统社会塑造。一正一偏，一先一后，限制并塑造着人物性格。就整个《水浒传》文本来考察，依历时的叙事，宋江的两种意识冲突表现为三种模式：侠义英雄时期，义字当头孝义两存，矛盾萌芽；梁山时期，义以为忠，正统拒斥，现实尴尬；亡命江湖、落草为寇。

时期，以义求忠，以忠统义，忠义全失。

一 、前期（侠义英雄时期）

小说对宋江有一个总的介绍，写他平生只好结交江湖好汉和与他一样的侠义之人。一贯扶危救困救人之急，因此闻名山东河北 有“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的美称，总之，突出一个“义”字，在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义最普遍的人际交往的信条，尤其是常常越出礼法的江湖社会对义的道德需求更大。

像宋江这样的押司小吏，远离政治核心，只能在底层为上层驱使，既无机会接近帝王，更谈不上忠君之事。宋江与底层社会接触非常密切，尤其押司一职，属司法系统，更便于他与江湖人士结交。书中还交代，宋江仗义疏财，施舍救助对象扩大到城市居民中间，如郓城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连他讨取阎婆惜，也主要是可怜母女二人无人赡养，并非出于好色。相对底层而言，宋江身为官府之人，政治地位高，收入可观，为他施义提供了条件为他尽孝提供了条件。

当宋江与真正叛离正统社会的江湖人物结交时，义就获得了一种平等相待的意义，同时也与忠孝观念发生了冲突。义是私的，忠是公的，义是友情的，忠是僵化的，义是平等的付出，忠是等级的屈服，必然无法并立。他被正统社会抛弃，不是与黑暗现实直接冲突的结果，而是重义惹得祸。可以说，义是宋江与黑暗现实发生冲突的导火点，也是他与梁山起义开始联系的媒介物。智取生辰纲是义举，也是江湖社会的草莽英雄向正统社会发起挑战的一个信号，这就使得宋江虽然出于义就了他们，但从内心深处有觉得他们犯了弥天大罪，可见其所行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为前提的纯粹的义。但是义和忠毕竟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当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做出抉择。

二、 中期（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期）

重义气的负面效应导致宋江与正统社会的疏离，也使得他获得江湖的认可，成为凝聚人心的纽带。在宋江这种风云变幻的历程中，有不少人受义的牵引而投奔水泊梁山，其原因虽然不一，但绝大多数是慕宋江之义主动来归。从这些描写来看，如果离开了宋江的重义，就不可能形成四方英雄齐聚梁山，百川汇海，群峰尊岳的局面。

然而虽身在江湖，宋江却不能忘怀正统的儒家教导，忠君之念。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暗喻身在草莽不忘君国，朝廷弃我我不弃之的深心。实际上，替天行道的口号模糊笼统，对宋江而言，此天非他，乃是天子，既然贪官污吏横行，奸臣豺狼当道，就要替君父除之。

然而宋江的队伍在局部上震动了封建政权，只会遭到一次次的围剿杀戮。江湖社会的孤军奋战必定没有出路，这就使他在事业巅峰期考虑招安问题，既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取其一，以忠统义。

三、 晚期（招安期）

宋江的事业巅峰时期招安思想也发展到极点，他渴望进入封建正统社会，要实现他的忠义之路，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不得不舍弃江湖社会的义气，以牺牲义来求忠。统治阶级惧怕江湖势力的破坏力，一旦收服，必定绝其后患。宋江受招安后带领众人平方腊，实际上是正统社会以江湖制江湖，以寇灭寇的手段。残酷的现实把梁山好汉代入绝境，忠义全失。

宋江悲剧在于，他作为封建时代的一名底层知识分子，无法进入封建统治的核心，无法直接向帝王效忠，转而为江湖社会的义所导引，投身进入江湖社会，与正统封建社会抗衡，然而又不彻底，时时留恋，固有的传统意识束缚了他，最终又满怀希冀投身于正统社会，导致可悲结局。

《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

曾在朝廷为官的作者，又对在朝廷中和他一样不得志的有为之士抱有同情之心，并把它转化为对人物的描写，例如描写林冲的坎坷人生，强烈讽刺了所谓“忠 君”思想，对朝廷的忠心换来的却只是悲惨的结局。这不仅在林冲这个人物身上得以体现，同时在一批前为朝廷命官的梁山好汉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行者•武松 （原朝廷公务员）、小旋风•柴进（皇家出身）、小李广•花荣（原朝廷武官）、双鞭•呼延灼、霹雳火•秦明、大刀•关胜、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金 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双枪将•董平、没羽清•张清等（都原为朝廷将军）。可想而知， 从食君俸禄，高高在上的将军到走上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之路，这些人受到了朝廷黑暗势力何等的欺压，才会走上“逼上梁山”之路。这些充分表现出作者在元末为 官三年的时间里，所感受到的对朝廷中黑暗现象的强烈不满和控诉，也是通过这些反叛将领们的经历表达出自己对所谓“忠义”朝廷，“忠君”思想的强烈厌恶。
作者在书中所赞扬“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梁山精神，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上，由于时局动荡不安，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的队伍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而梁山反叛的好汉最终接受招安，终成正果的结局，也反映出所谓“忠义”底 子里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期望平等、期望博得统治者认可而 光宗耀祖的愿望和意志的一面。正是因为书中“忠义”所具有的阶级欺骗性，所以才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而没有因为宣扬反叛群体而被统治阶级所查禁，从而成为四大名著之一。这也体现出作者施耐庵在动荡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生存智慧，他只能用这种春秋笔法来宣示自己对元末农民起义具有历史局限性而不抱 有希望的想法，同时又期望民众能够摆脱愚昧的“忠义观”，勇敢地站出来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残酷暴政。
施耐庵在书中写尽天下豪杰，读至书尾下场俱都惨烈不忍回顾，读者莫不扼腕叹息，唯有这小乙哥，放下功名，白衣一担飘然而去，怎不令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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